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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中的因果关系推断

———相关方法原理与实例应用

黄斌　方超　汪栋

（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研究中心，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近二十年来，因果关系推断方法快速发展成熟，并逐渐占据微观计量方法领域的主流地
位。本文首先对因果关系推断方法兴起的背景进行了介绍；其次，探讨了判定因果关系需满足的三个

条件，对在实验数据和非实验（观测）数据条件下进行因果判定的主要困难，以及观测数据研究中异质

性残值的产生原因与构成进行了剖析；其三，借助小班化教学与“新机制”改革效果评价的实际案例，依

次阐述了断点回归、工具变量、倾向得分结合倍差等准实验研究方法的基本原理与实现过程；最后，对

准实验研究所面临的内部有效性质疑进行了回应，强调对选用方法背后隐含假设进行稳健性检验的重

要性。

　　关键词：因果推断；教育研究；准实验；异质性残值；内部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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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今社会，公共政策的科学制定越来越依赖因果数量证据的获取，因果推断方法在近二十年间快

速发展成熟，并逐渐替代传统的相关分析方法（例如相关性检验与ＯＬＳ回归），占据了微观计量方法领
域的主流地位。因果方法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取得如此成就，主要得益于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由

依靠主观个体经验模式向客观证据导向（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模式的转变。首先，全球经济增长整体放缓，
政府财政增收乏力，但民生性财政支出需求却居高不下，经济建设投入与民生投入之间、不同民生支出

项目之间的预算竞争愈发激烈。为了在有限的财力中分得更大的份额，各利益相关部门不得不寻求数

据证据的支持，以表明自身增支的合理性；其次，在应对更加多元、复杂与庞大的社会系统治理时，既往

“摸着石头过河”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日渐暴露出其高“犯错”风险与高“试错”成本的弊端，致使决策

者在制定政策时慎之又慎；其三，伴随着民主化进程，社会公众对于公共政策亦从原先被动的接受者转

变为主动的参与者与质疑者，由此推动政府内部基于绩效问责的管理制度变革，政府需要通过对项目

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因果关系判定与绩效分析，提高公共资源分配与使用效率，并以此来回应外界对公

共政策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质疑。

从统计与计量学理上看，传统相关分析方法处于被淘汰地位亦存在其必然性。相关方法虽然能够

揭示政策与现实结果之间的数量变动关系，却无法为现实结果的形成究竟是不是由某一政策促成的这

一问题提供可靠的答案。政策Ａ与结果Ｂ有相关关系，并不意味一定是Ａ导致 Ｂ，因为如果存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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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事件Ｃ，它同时对Ａ和Ｂ有影响，那么在未控制Ｃ的情况下，我们就无法得到Ａ对Ｂ一定有因果效
应（ｃａｕｓａｌｅｆｆｅｃｔ）的结论，由此就不能保证政策Ａ一定是一种能通向结果Ｂ的有效的政策干预手段。若
决策者错误地将相关结果视为具有因果意义的依据，极易形成无效的政策干预。例如，分析显示冰淇

淋销量与儿童溺水死亡数之间存在数量上的正相关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控制冰淇淋销量能够降低儿

童溺水死亡数，因为这两个变量之间关系只是一种伪相关（ｓｐｕｒｉｏｕ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它们同时受到气温的
影响。此外，相关分析通常无法提供变量间因果走向信息。例如，教育财政研究者常发现地方生均教

育支出与财政转移支付之间有负相关关系，但对这一结果我们可以作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是受财

政资助越多，地方的生均教育支出水平越低，这表明转移支付效果较差；二是那些生均支出水平较低的

地方得到了更多的转移支付，这表明转移支付的分配符合公平性原则。究竟谁为因，谁为果，相关分析

难以给出答案。相比之下，因果推断方法能够提供变量间可靠的因果关系信息，帮助决策者设计出能

达成预期政策目标的有效的政策工具，从而成为证据导向型政策研究的主流方法选择。

近年来，因果推断方法被世界各国大量应用于公共政策制定中。美国是当前在公共教育政策领域

中最重视因果推断法运用的国家。２００２年布什政府出台《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ＮｏＣｈｉｌｄ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
Ａｃｔ），该法案在其Ａ部分第９１０１节中指出，教育政策在对教育现实进行干预前需得到科学基准研究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Ｂａｓ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支持，而符合科学基准的研究应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教育行为或项目
的相关信息，必须经由严格、系统以及客观的程序获取；其二，研究设计需采用随机实验或准实验（ｑｕａｓｉ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的方法，将个体与组织、项目或行为分配至不同的条件下，运用合理的控制进行项目评
价，在各类项目测评方法中优先承认随机实验的研究成果。该法案所提及的随机实验和准实验正是当

前最重要的两种因果研究方法。一般认为，前一种方法达成的因果推断的内部有效性（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ｖａｌｉｄｉ
ｔｙ）①要优于后一种方法，因而在上述法案中，随机实验结果被赋予了更高的优先权（Ｋａｐｌａｎ，２００９）。②该
法案的出台极大刺激了美国教育政策研究对因果推断方法的需求，吸引了众多统计学家和计量经济学

家进入到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大量新方法的应用还推动了传统教育经济学在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与研

究领域方面的转变。早先教育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教育作为一种数量级的投入要素（劳动力的受教育

年限）对于促进个人收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性作用，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教育作为

人身固有权利的实现程度，探讨应如何制定公共教育政策才能切实提高学生学业成绩、改善学校的教

学质量。有关教育政策或项目评价性的经济学文献数量不断增多，涉及教育市场化改革（例如宪章学

校、教育券）、小班化政策、教师培训项目、教学手段革新等宏观和微观领域（例如，Ａｎｇｒｉｓｔ＆Ｌａｖｙ，１９９９；
Ａｎｇｒｉｓ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因果研究不再追求精细的模型推演与复杂的方法应用，而是强调通过科学的研
究设计构造出一种随机实验或类似于随机实验的数据环境，以最小的统计假设为代价获得更加可靠的

因果关系结论。常用的因果推断方法包括随机实验、自然实验与断点回归、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法、

倍差法等，本文将循序渐进地对这几种因果推断方法的基本原理及其在教育研究中的实例应用进行介

绍。为了降低教育研究者的阅读难度，增强文章的可阅性，我们将在论述中尽量采用非技术性语言，尽

可能地避免数学化的表述。

二、因果关系的判定方法

（一）如何判定因果

根据Ｊ．Ｓ．Ｍｉｌｌ（１８５１）在其著作《逻辑体系》（Ａ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Ｌｏｇｉｃ）中的界定，判定变量间因果关系需
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在时间顺序上，假设的“因”应该在“果”之前发生，即作为“因”的变量应为前

定变量（ｐ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它应该在“果”变量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第二，如果假设的“因”发生了系统性
的变动，那么“果”也应当呈现相应的变动；第三，假设的“因”对“果”的影响已经考虑了其他所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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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在考虑和控制了其他所有可能的解释后，假设的“因”对“果”依然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上述第

一个条件明确了因果关系的走向，若两个变量存在因果关系，只可能是先发生的变量影响后发生的变

量。第二条件为相关条件，两个变量如果有因果关系，它们首先应是相关的。第三个条件是最难满足

的条件，因为若要确定“因”对“果”有影响，就必须考虑并控制所有可能对因果两变量同时具有影响的

其他变量。由于存在无限种“其他变量”的可能性，实现完全控制的难度极大。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统计学家先后研发出多种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经典的随机实验

法。在随机实验下，每个个体被随机挑选接受处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每个个体是否接受处理不受其他任何变
量的影响，这就保证了再也没有“其他变量”会对因果两变量同时具有影响，在绝对意义上实现了完全

的控制。二是准实验方法，此类方法适用于观测数据（即非随机实验数据）的因果推断。在观测数据中

个体是否接受处理是非随机的，因此准实验方法就必须采用一定的手段，将可能混淆因果关系的其他

变量的影响剔除干净，从而得到假定的“因”对果的净效应（ｎｅｔｅｆｆｅｃｔ）。当然，要实现“剔除干净”并不
容易，这使得准实验结果的内部有效性常遭到质疑，需小心应对。

（二）随机实验中的因果推断问题

在严格意义上，处理效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应等于个体接受处理后的结果减去该个体如果没有接受
处理的结果。前一个结果是我们可以观测到的，而后一个结果被称为反事实结果（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ｏｕｔ
ｃｏｍｅ），它是无法观测到的，因为时间不能倒流，我们永远不可能观测到同一个体在某一时间段处于不
同境遇下的所有结果。运用随机试验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在随机实验中，所有观测对象被随机分配至

处理组与控制组中，每个个体被挑中的概率是相同的，这使得这两组人具有的各项特征（譬如身高、体

重等）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此时，控制组与处理组可以简单地视为是完全相同的两组

人③，因此无论谁接受处理，其结果都一样，同理，无论谁接受控制，其结果也一样。只要这一假设得到

满足，我们就可以将控制组的结果当作处理组如果未接受处理的结果，而处理效应就等于处理组接受

处理的结果减去控制组不接受处理的结果，这两种结果都是可以观测到的。如果处理组与控制组的结

果存在显著的差异，那么这一差异只可能是处理手段引起的，于是便可以判定处理手段对结果具有因

果效应。

随机实验是自然科学研究进行因果关系分析的经典方法，但当我们将这一方法运用于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时往往面临着许多困难。首先，随机实验成本较高。为获得相同数据的样本，随机实验通常要

比非随机研究花费更多的钱。一项追踪性的人群随机试验费用少则十几万元，多则上百、上千万元，高

不可及的实验费用将绝大多数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阻隔在实验研究门槛之外。其次，随机实验运用

于人类行为的研究时，有时会引发较大的道德争议，尤其是当处理手段对被试对象福利具有重大影响

时，巨大的社会压力常使得随机分配难以得到彻底执行（Ｂｏｒｍａｎ，２００９）。例如对某一种新的教学法进
行随机实验研究，如果家长们意识到这一教学法很可能对学生成绩产生提升作用，他们就会干预或破

坏实验的随机进程。其三，随机实验通常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多期测量，在这一过程中，被试对象可能

会对研究者的指令采取不遵从行为，如果被试对象采取不遵从行为的概率与其个人、家庭、学校或社区

环境特征变量存在一定相关性，那么样本的随机性就会被“污染”。例如，想探究纠正视力能否提升儿

童学业成绩，我们随机分配一部分近视儿童佩戴眼镜，另一部分近视儿童不佩戴眼镜。实验初期先对

着两组儿童做一轮学业水平前测，过一段时间再后测，这时我们发现控制组中有部分儿童采取了不遵

从行为，家长为他们配备了眼镜，导致这部分原本不应接受处理的儿童实际上接受了处理，并且这些选

择不遵从策略（主动为孩子配备眼镜）父母的收入与受教育水平要显著高于其他选择遵从策略的父母。

处理组也发生了不遵从行为，有部分儿童把眼镜丢失或损坏了，他们的家长未及时向课题组报告，导致

这部分原本应接受处理的儿童实际上并未接受处理，并且这些选择不遵从策略（不报告）父母的收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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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水平要显著低于其他选择遵从策略的父母。在前测时，被试对象是随机分配的，此时控制组和

处理组儿童的父母社会经济背景无显著差别，但在后测时，不遵从行为发生了，并且发生的概率与父母

社会经济背景特征呈相关性，有部分高社会经济背景的控制组儿童流向处理组，有部分低社会经济背

景的处理组儿童流向控制组，由此导致实际接受控制与处理的两组儿童在父母社会经济背景特征上出

现了显著差别。此时，若简单将这两组儿童的后测学业成绩之差视为是纠正视力对儿童学业成绩的因

果效应，明显是有误的。在父母收入与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成绩存在正向影响的条件下，这一结果

高估了纠正视力的处理效应。

（三）准实验中的残值异质性问题

实施随机实验困难重重，逼迫研究者不断思考如何利用更易获得的观测（非实验）数据实现有效的

因果关系推断，从而发展出一系列准实验方法。对于准实验研究来说，最棘手的技术性问题是如何妥

善地解决残值的异质性（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问题，保证对因果效应的无偏估计（ｕｎｂｉａｓｅ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在观测数据环境中，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分配是非随机的，因此两组人群在某些特征变量上很可能存在

着显著差异，处于非平衡（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状态。在这些存在差异的特征变量中，有些变量是在现有数据条
件下可以获得的或可以被观测到的，对于这些变量我们在回归模型中直接予以控制即可。但还有些变

量是无法获得或不可观测的，因而无法直接控制。如果这些不可测变量与处理变量无关，那么不控制

这些变量也不会引起因果关系偏估；但如果与处理变量存在相关性，不控制这些变量就会引起因果关

系偏估。

ｉｎｃｏｍｅｉ＝β０＋β１·ｔｒｅａｔｉ＋β２·ｇｅｎｄｅｒｉ＋β３·ｓｅｓ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εｉ） （１）

　　举一个例子，估计上大学对个人收入的因果效应。如方程（１），结果变量（ｉｎｃｏｍｅ）表示个人的收入
水平，处理变量（ｔｒｅａｔ）取值１和０，分别表示个人上没上过大学。个人上没上过大学不是随机分配的，
是由高考成绩决定的，而高考成绩的高低又受制于许多因素，因此上过大学（处理组）和没上过大学（控

制组）两组人必定在不少特征变量上存在差异。这些变量有些是容易获得或可观测的，如个人的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ｓｅｓ）等，而有些是难以观测到的，如个人的天生能力（ａｂｉｌｉｔｙ）。天生能力
对个人是否上大学和收入水平肯定有影响，如果该变量不能得到控制，就会进入到残值中，使得残值由

ε变为了ａｂｉｌｉｔｙ＋ε。原本残值ε与处理变量是无关的，而新残值（ａｂｉｌｉｔｙ＋ε）由于包含了能力变量，就
变得与处理变量相关了。当残值与处理变量有关时，残值就具有了异质性特征，会引发估计偏差，经济

学家称其为“内生性”问题。之所以被称为“内生”，是因为如果模型中有变量需被控制但未能得到控

制，那么处理变量就不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由模型残值隐含的一些变量内生决定的。如本例中，是否

上大学即为内生变量，它被能力变量内生决定。由于个人是否上过大学与能力正相关，因此在不控制

能力变量的条件下，上大学对个人收入的因果效应（β１）必定被高估。
既然异质性残值是导致因果推断失效的重要原因，那么分析异质性残值产生的原因并按一定的构

成将其分解，便成为寻找解决办法的关键所在。导致残值异质性有三方面原因（Ｈｅｃｋｍａｎ，１９７９；Ｃａｒｄ，
１９９９；Ｌｉ＆Ｌｕｏ，２００４）：一是遗漏变量（ｏｍｉｔｔｅ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如上例，上大学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之所以被偏
估就是因为模型遗漏了个人能力这一重要变量。二是样本选择（ｓａｍｐｌ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观测对象的自我选
择（ｓｅｌｆ－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行为是形成选择性偏差的主要原因。例如在对小班化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估中，有地
方官员或校长经常将实行小班教学学校的学生成绩与实行大班教学学校的学生成绩直接进行对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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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为小班化教学效果的证据，这是不正确的。在中国，农村学校班额一般偏小，城市学校班额偏大，

名校班额一般偏大，普校班额偏小，并且学生就读于何种类型学校或班额并不是随机分配的，它是学生

在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天生能力、努力程度等一系列个体特征变量影响下“自我”选择的结果④，由此导

致现实中的大班与小班在学生构成、学校师资力量与办学条件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若不对这些差

异予以控制，测评的结果必定是有偏的。三是测量误差（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ｒｒｏｒ）。所有的数据都可能存在
测量误差，如果测量误差是随机发生的，则不会引起估计偏差；但如果测量误差是非随机的，误差的发

生概率与个体某些特征变量存在相关性，就会引起估计偏差。例如在进行入户调查时，我们发现被访

者经常会误报自己的受教育年限，并且被访者的受教育水平越低，误报的可能性就越高（黄斌、钟晓琳，

２０１２）。与遗漏变量导致偏估的原理相同，非随机的测量误差如果没能得到妥善的技术处理，就会进入
到残值项中，形成异质性残值。

残值异质性还可以按其构成进行分解，一项观测研究可能会同时包含几种异质性残值。如前所

述，之所以产生异质性残值是由于在非随机分配下处理组和控制组在一些特征变量上存在着显著差

异。在这些存在差异的特征变量中，有些是可以被直接观测到的，但研究者却没有很好地控制它们，由

此便会导致可观测异质性；还有些特征变量是在现有数据与测量技术条件下无法或很难观测得到，由

此形成所谓的不可观测异质性。此外，按照异质性是否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我们又将不可观测异质性

分为随时间变化和不随时间变量的异质性两种。前例中，天生能力变量即属于不会随时间变化的一

类，而个人努力程度、自我效能（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社会经济制度等则属于可能随时间变化的一类。从处理
难度上来看，解决可观测的异质性最容易，其次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最难解决的是随时间变化的

异质性。当前流行的几种准实验方法在处理上述三种异质性构成上各具一定的偏向：倾向得分法（Ｐｒｏ
ｐｅｎｓ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Ｍｅｔｈｏｄ）只能用于解决可观测的异质性，倍差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可用于消除一切
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而断点回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与工具变量法（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是
将三种异质性构成作整体上的解决。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达成因果推断的效力上看，断点回归和

工具变量法要优于倍差法和倾向得分法。有学者指出，在准实验方法中，断点回归是最具有因果说服

力的方法，它也是美国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院（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唯一认可的具有因果判定
效力的准实验方法（Ｓｈａｄｉｓ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４）。以下，我们将就这些准实验方法一一进行介绍。

三、断点回归

断点回归方法最早由Ｔｈｉｓｔｌｅｔｈｗａｉｔｅ＆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１９６０）在一本教育心理学专业期刊上提出，之后沉
寂多年，直到１９８０年后才逐渐发展成熟并得到大量应用。与随机实验相似，断点回归也是试图利用一
种随机安排形成两组无显著差异的个体进行对照比较。不同在于，断点回归的随机安排并不是人为事

先就设计好的，而是研究者事后利用在数据形成过程中自然发生的事件构造出来的。这些“自然事件”

应是一些外生事件并对结果变量具有冲击作用⑤，例如自然灾害、爆发战争、实行已久的政策戛然而止、

政策对象的随机指派，等等。在外来的冲击作用下，观测对象的某一特征变量会在取值上出现一个断

点，观测对象被随机分配至断点两边，一方为接受处理的处理组，另一方为未接受处理的控制组。如果

处理手段对于观测对象的行为结果具有因果效应，那么，在该断点上观测对象的结果变量取值必定会

有一个明显的跳跃变化，而断点回归的核心任务就是侦测这一跳跃变化是否真的存在。Ａｎｇｒｉｓｔ＆Ｌａｖｙ
（１９９９）曾使用断点回归对以色列小班化的教学效果进行过研究，本节我们就以该研究为案例来呈现断
点回归的一般设计思路。

１９９６年以色列政府颁布班额政策，采用１２世纪犹太教学者 Ｍａｉｍｏｎｉｄｅｓ有关集体研修圣经人数最
多不能超过４０个人的教义，规定所有中小学校班额不得超过４０人，如果学校同年级入学人数超过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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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必须拆分为两个班级授课。如前所述，学生就读小班抑或大班受到诸多个人与家庭特征的影响，

但在以色列的班额政策下，学生是否就读小班不再受制于这些因素，而是由同年级入学人数决定，这就

为研究者实现断点设计创造了条件。如图１，横坐标为各学校入学人数，该变量被称为“驱动变量”
（ｆｏｒｃｉｎｇｖａｒｉａｂｌｅ）或“流动变量”（ｒｕｎｎｉｎｇ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它的取值应具有连续性（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特质且断点正
位于其连续取值中的某一点上。本例中，不同学校是否采用小班教学取决于入学人数是否达到４１人，
因此４１人这一点即成为断点。该断点很清晰地将不同学校分成两类，断点左边的学校为控制组，采用
大班教学；断点右边的学校为处理组，采用小班教学。从图上看，学生平均成绩在断点上存在着一个明

显的垂直跳跃，这预示着小班教学对学生学业成绩具有一定的因果效应。那么，这一因果效应的程度

有多大呢？

注：为简化讨论，我们对Ａｎｇｒｉｓｔ＆Ｌａｖｙ（１９９９）的原始数据进行了适当的修改

图１　断点回归原理图解

　　先看位于断点附近的两个点，一个是入学人数达到４０人的学校，样本中这样的学校共有９所，学
生平均成绩为７３分；另一个是入学人数达到４１人的学校，样本中这样的学校共有２８所，学生平均成绩
为８３分。由于两类学校的入学人数仅相差１人，学生对于自己就读学校的同年级同学是４０人还是４１
人（决定了他们是接受大班还是小班教学）几乎没有自我选择的可能，因此可以看成是一种随机安排。

于是，我们就可以如随机实验一般，把接受大班教学学生的平均成绩（７３分）当成是接受小班教学的学
生如果没有接受小班教学而是接受大班教学的反事实结果。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接受小班教学学生的

平时成绩（８３分）当成是接受大班教学的学生如果接受小班教学的反事实结果。无论从何种角度考
虑，都可以得到小班教学能使学生平均成绩提高（８３－７３＝）１０分的结论。我们可以采用ｔ检验对这两
组学校学生的１０分平均成绩差异是否足够明显（即是否显著）进行检验：如果结果显著，即可判定小班
教学对学生学业成绩具有因果效应；若不显著，则证实两者不存在因果关系。在以上整个分析中，我们

只采用了均值、单次差与ｔ检验三种统计技术，它们都属于统计学的“入门级”方法。可见，良好的研究
设计可以极大地降低估计参数所需技术的复杂性，只要构造出满足随机分配的数据环境，研究者只需

采用最简单的统计技术便可得到可靠的因果结论。

在以上分析中，我们只采用断点附近两个数据点，纳入分析的学校样本数仅有３７所，样本容量过
小会降低研究的统计功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⑥与代表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放宽取样区间（ｂａｎｄ
ｗｉｄｔｈ）是必然的办法。例如，我们可以将学校入学人数的取样区间由４０－４１人放宽至３５－４６人，这样
我们就可以利用断点左右两边各六个数据点，运用ＯＬＳ估计出两条拟合线，并据此预测出：当学校入学
人数达到４１人且采用小班教学时的学生平时成绩（即Ａ点），以及当学校入学人数达到４１人但依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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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班教学时的学生平时成绩（即Ｂ点）。Ｂ点是Ａ点的反事实结果，分别表示入学人数为４１人学校
的学生在小班和大班教学下的平均成绩，用Ａ值减去Ｂ值就可得到小班教学的教学效果。以上估计过
程可采用如下计量模型实现：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ｉ＝β０＋β１（ＥＮＲＯＬｉ－４１）＋β２ＳＭＡＬＬ＋εｉ （２）
　　上式中，因变量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为设定的取样区间中各校学生的平均成绩，ＥＮＲＯＬ表示各学校的入学
人数，对该变量做有关断点４１人的中心化处理⑦，ＳＭＡＬＬ为小班教学虚拟变量，取值１表示学校入学人
数在４１人及以上，取值０表示入学人数４１人以下。运用简单ＯＬＳ回归，便可估计出ＳＭＡＬＬ变量的估
计系数β２，它正是我们想得到的小班教学的处理效应。在ＯＬＳ回归中，我们同样可以对系数β２的显著
性进行ｔ检验，以判定因果关系是否存在。

断点回归方法可以说是与随机实验血缘关系最近的一种准实验方法（Ｌｅｅ＆Ｌｅｍｉｅｕｓ，２０１０），在实
际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也存在被“滥用”的倾向。为实现有效的断点研究设计，需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通常情况下，所选择的驱动变量应为连续（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或有序（ｏｒｄｉｎａｌ）变量，以往研究惯用的驱动
变量包括学生学业成绩、学生人数、出生日期、地理位置、气温变化、交通拥挤程度，等等。驱动变量应

有着清晰的概念界定，最好能够被直接观测或测量，尽量不要采用需复杂构建或存在测量争议的变量

作为驱动变量。二是自然事件的发生不应受模型其他变量的影响，断点应保证外生特质，能够清晰地

界定处理组和控制组，这样才能保证观测对象在断点左右的落点是随机的。传统的断点研究大多采用

精确断点回归（Ｓｈａｒｐ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ＳＲＤ），要求所有观测对象都应严格遵从断点的指示，绝大
部分归于处理组的个体最终都应接受处理，绝大部分归于控制组的个体最终都应接受控制，如果样本

中采取不遵从行为的个体比例超过５％，便很可能产生偏估的结果（Ｔｒｏｃｈｉｍ，１９８４）。为了克服这一方
法缺陷，统计学家又研发出模糊断点回归（Ｆｕｚｚｙ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ＦＲＤ），允许处理组和控制组中
有一定比例的个体采取不遵从行为。严格来说，Ａｎｇｒｉｓｔ＆Ｌａｖｙ（１９９９）的研究就属于模糊断点一类，因
为在他们数据中有一部分学校虽然入学人数不足４１人但也采用了小班化教学。当然，模糊断点并不
意味着对个体遵从比例没有要求，如果样本中采取不遵从行为的比例很高，断点设计也就丧失了形成

有效因果推断的作用。运用工具变量法估计处理效应是处理模糊断点的常用手段（Ｊａｃｏｂ＆Ｌｅｆｇｒｅｎ，
２００４），有关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再作说明。三是取值区间的选择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扩宽取值
区间能增大分析数据的样本容量，使估计系数更容易通过显著性检验，增大了研究结果推及总体的可

一般化（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范围；另一方面，扩宽取值区间意味着样本中有更多的观测对象是来自离断点较
远的区域，此时控制组与处理组分配是否还具有随机性特质便会受到质疑，如本例中，家庭对于子女就

读学校的入学人数是４０人还是４１人不太存在自我选择的可能，但对于子女就读学校的入学人数是３０
人还是５０人，家庭有选择的空间。为了让孩子有更高概率接受小班教学，有条件的家庭可能会特意搬
迁到学龄儿童人数一贯偏少且教育质量较好的学区居住，由此导致了处理组和控制组个体在家庭社会

经济背景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一个好的断点研究设计通常需要做有关估计区间的稳健性检

验，取不同宽度的估计区间得到若干估计结果，并进行对比分析。若估计结果未随着估计区间的放宽

而发生明显的变化，就说明这一结果是稳健可靠的。四是断点回归函数形式的选择对于估计结果有重

要影响。如本例，我们仅采用简单线性函数形式，假定学生学习成绩与学校入学人数之间的变动关系

为线性，但如果此二者真实的函数关系是非线性的，那么图１中Ａ点与Ｂ点的估计位置就会发生变化。
为避免出现这一问题，我们需先通过观察散点图来推测驱动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可能的函数关系，并

采用多种函数形式进行回归分析，观测估计结果在不同函数关系下的稳健性表现。

断点设计也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首先，断点回归只具有有限的一般化能力，其估计结果

只在断点两侧较窄的估计区间内有效。如本例，所估计出的小班化教学效果只对那些入学规模在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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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人之间的中等规模学校是有效的，这一结论能否推及其他小规模和大规模学校并不确定。其次，断
点回归对样本容量有很高的要求，所需样本数通常是随机试验的１．５－２倍以上，尤其是当断点位于驱
动变量分布的尾部或顶部时，所需数据量就会更大。（Ｃａｐｐｅｌｌｅｒ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４）

四、工具变量法

与断点回归相同，工具变量法对残值异质性也是采用整体解决的方案，但在研究设计上，工具变量

法则另辟蹊径。如前所述，之所以会出现因果关系估计偏差，是因为异质性残值与处理变量出现了相

关，导致处理变量的内生化。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思考，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一定方法将处理变量

的变异进行分解，将处理变量变异中与残值相关的那部分变异（即内生变异部分）剔除，仅保留与残值

不相关的那部分变异（即外生变异部分），并只用这部分外生变异对结果变量进行回归的话，其估计必

定是无偏的。

仍以小班教学为例，如图２所示，为估计班级规模对学生成绩的因果效应，我们需控制一切可能与
班级规模相关并对学生成绩有影响的变量。在不可能实现完全控制的情况下，班级规模成为内生变

量。为剥离该内生变量的异质性变异，我们需找到一个工具变量，它满足以下三个条件（Ａｎｇｒｉｓｔ＆Ｓｔｅｆ
ｆｅｎ，２０１５）：一是它对内生变量具有因果效应；二是它是外生的，与异质性残值不存在相关关系；三是该
工具变量除通过内生变量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外，不再可能通过其他渠道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

图２　工具变量法基本原理

　　运用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构建了唯一的一条可由工具变量通往结果变量的因果关系链条，即工具
变量→班级规模→学生学业成绩。如果我们能证实工具变量对学生学业成绩有因果效应，那么这一因
果效应必定是通过班级规模变量实现的，由此便可证明班级规模必定对学生学业成绩具有因果效应。

根据这一因果链条，可得到以下等式：

工具变量对结果变量的效应 ＝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的效应 ×内生变量对结果变量的效应
　　上述等式左边第一个效应称为简化效应（ｒｅｄｕｃｅｄｅｆｆｅｃｔ），右边的第一个效应称为第一阶段效应
（ｆｉｒｓｔ－ｓｔａｇｅｅｆｆｅｃｔ），第二个效应即为我们关心的处理效应。对该等式进行移项，便可得 Ｉｍｂｅｎｓ＆Ａｎ
ｇｒｉｓｔ（１９９４）提出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Ｌｏｃ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ＬＡＴＥ）估计式：

处理效应 ＝简化效应 ÷第一阶段效应 （３）
　　根据公式（３），由于工具变量与异质性残值无关，因此在第一阶段效应中，工具变量所解释的处理
变量变异部分必定是外生的（即与异质性残值无关），用简化效应除以第一阶段效应就相当于只用处理

变量变异中的外生变异对结果变量变异进行解释，表示结果变量会随着处理变量的外生变动发生怎样

的变化，由此就排除了所有可能引发内生性偏估的嫌疑，得到了处理变量对结果变量的真实效应。凡

事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工具变量分离处理变量变异的做法虽然确保了研究的内部有效性，但

也造成研究外部有效性的减损，工具变量法的因果结论只对那些受工具变量影响的处理组个体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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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推广至更广泛的群体，这也正是估计式（３）被称为“局部”效应的原因。事实上，对现有文献的阅
读我们发现一个现象，一项研究设计越是精妙，内部有效性表现越是优异，其结论一般化的能力往往越

弱。如何调和内部有效性与外部有效性之间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实现此二者在同一研究中的共同增

进，是当前因果推断技术发展亟待突破的一大瓶颈问题。

工具变量法可通过两阶段回归或矩估计实现，其计算过程相对复杂，研究者可利用现代统计软件

（例如Ｓｔａｔａ或Ｒ）提供的命令快速运算出结果。工具变量法最大的难题在于难以寻找到严格满足条件
的工具变量。找到一个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强相关相对容易，但同时还要保证第二和第三个条件则困

难得多，因为异质性残值本身包含了一些无法得到测量的变量，是一个未知的量，我们如何能证明工具

变量与未知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呢？此外，影响结果变量的变量有很多，我们如何才能保证工具变

量只能通过内生变量才会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呢？为保证第二和第三条件成立，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找

一个随机变量来作为工具变量。上一节介绍的模糊断点回归就是采用了这个思路：有部分入学人数未

达到４１人的学校也采取了小班教学，这些学校与严格遵守政策采取大班教学的学校在某些特征上可
能存在着差异，在未对这些差异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小班教学变量就变成了一种非随机安排的内生变

量，此时小班教学效果估计系数β２就也不再是无偏的。小班教学安排非随机，但观测对象落在断点两
侧是随机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工具变量：首先，学校入学人数的落点与学校最终是否采

取小班教学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落在左边的学校大多采用大班教学，落在右边的学校大多采用小

班教学（满足第一条件）；其次，学校入学人数的落点是随机的，那么就应该与其他变量不具有相关性

（满足第二条件）；其三，学校入学人数的落点除了通过影响学校班额规模外，再无其他会对学生成绩产

生影响的渠道（第三条件）。由此，我们就可以用学校入学人数是否达到４１人⑧这一虚拟变量作为工具

变量，以学校最终是否采取小班教学作为内生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或矩估计，从而得到小班教学效果

无偏的估计值。模糊断点的设计巧妙之处在于，它充分利用断点设计为内生性处理变量提供了一个无

需任何统计验证的确凿有效的工具变量。

如果选择的工具变量不具有随机性，那么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就可能受到方方面面的质疑。

Ｈｏｘｂｙ（２０００）曾以学区人口出生率作为工具变量，对美国康涅狄格州小学小班化教学效果进行过估计。
受人口流动与分层居住的影响，学区人口出生率并不是一个由“上帝”决定的随机变量，一个具有高社

会经济背景的优质学区的人口出生率与一个具有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劣质学区的人口出生率可能有较

大落差。为此，Ｈｏｘｂｙ采用一定较复杂的技术，将学区人口出生率变化中具有自然特质的变异部分分离
出来，并将这一部分自然变异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两阶段回归。Ｈｏｘｂｙ的工具变量设计可谓精妙，但依
然面临着内部有效性的质疑，因为很难证明她所提取出的那部分自然变异真的是完全外生的，不会受

到任何个人、家庭、学校、社区特征变量的影响。不得以，Ｈｏｘｂｙ在文末采用断点回归法对小班化效果再
做了一次估计，将工具变量结果与断点回归结果对比，发现两者的结果一致，都显示小班化教学对学生

成绩无显著影响。

如前所述，工具变量法在估计中只使用了处理变量的一部分变异，而处理变量变异的缩小会使得

处理效应的标准误增大，显著性检验结果常不尽如人意。针对这个问题，可考虑：（１）在模型中增加控
制变量，但要确保新加入的控制变量应是外生变量，否则又将产生新的内生性偏估问题；（２）采用多个
工具变量，这样可以增大内生变量被分离部分的变异度，使处理效应标准误下降。此外，导致变量内生

的原因有多种，例如在估计教育收益率时，个人受教育年限变量就可能同时面临两种内生性：一是模型

遗漏个人能力变量导致的内生性，二是受教育年限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前者会高估教育收益率，

后者会低估教育收益率。对于不同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工具变量分别解决，对不同方

向的偏估同时进行纠偏（Ｃａｒｄ，１９９９；Ｌｉ＆Ｌｕｏ，２００４；黄斌，钟晓琳，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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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倾向得分法结合倍差法

在实际数据分析中，受制于观测数据的事后性，有效的断点与工具变量往往难以找寻，这严重掣肘

着因果关系推断方法的推广应用。近年来，倾向得分法结合倍差法的研究设计逐渐盛行，该方法的基

本思路是对异质性残值的不同构成分别运用不同的方法予以解决：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解决可观测异

质性，运用倍差法解决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异质性，对于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异质性则采用一

些补救手段尽可能地予以消除。下面，我们将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改革（下文简称“新机

制”改革）的效果评价研究为例（黄斌，苗晶晶，金俊，２０１６），介绍如何结合运用这两种方法。
大家或许都知道，２００６年“新机制”改革是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在“新机制”

改革前后，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现实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黄斌，汪栋，２０１６）。
然而，引起地方教育财政状况发生变化的因素有很多，改革与现实变化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改革对于现实变化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为了准确回答这些问题，研究者需要就改革的因果效应进行科

学的量化分析。“新机制”改革面向多个教育财政目标，为了简化讨论，我们在此仅关注改革对于农村

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水平的因果效应。中国的重大制度改革多采用先试点后全国推广的渐进模式，

“新机制”改革亦是如此，这为研究者运用倾向得分法与倍差法提供了机会。如果改革采用的是爆炸模

式，所有地区同时进行改革，研究者就无法在某一历史时间段上同时寻找到控制组和处理组。“新机

制”试点改革始于２００６年春季，２００７年春季结束，试点仅持续一年，这逼迫我们只能采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数据对改革的短期效应进行估计。２００１年实行“以县为主”的体制后，县级政府取代乡、村成为农村
义务教育的财政支出主体，因此我们有针对性地采用全国县级数据展开分析。采用县级数据的另一大

好处是它能提供更大的样本数，全国省级单位仅３４个，地级市单位不足３００个，而县级单位（包括县、
县级市、市辖区）则接近３０００个。对于统计分析来说，拥有更大的样本数就意味着更高的统计功效、更
精确的估计结果，以及能够采用更加精细的研究设计，获得更丰富的估计结果。

表１　未发生改革时的数据平衡检验结果

变量

改革县与未改革县均值差

数据匹配前
数据匹配后

近邻配合半径匹配法 马氏距离匹配法

人均ＧＤＰ －２１３３．５ －１２７．２７ －１０６．９８
人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 １９８．２９ －６６．６９ ２．４８
人均专项财政转移支付 １４５．３ ３３．６０ ３．６９

总人口数 －１６．０８ ４．３０ －１．１３
人口密度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财政供养人口比例 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农村人口占比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东部地区 －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００
样本数 ３７５４ １１６６ ４２８

　　注：样本仅包括县、县级市，剔除了所有的市辖区。为保持行政区划一致，我们把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间所有发生行政区划变动的县级单
位剔除，最终形成了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６年各１８７７个县级单位的面板数据。表中数字等于各变量的改革县均值减去未改革县均值，数字右上
标星号表示各变量均值差的ｔ检验结果，０．０１水平上显著，０．０５水平上显著，０．１水平上显著

　　“新机制”改革变量是一个典型的内生变量，因为改革试点县的挑选并不是随机的，这意味着每个
县被挑选作为试点县的概率是不一样的，具有某些特定特征的县被挑选作为试点的概率要高于其他

县，由此导致改革县与未改革县存在严重的数据非平衡问题。如表１第二列，在未发生改革的２００５
年，改革县与未改革县在经济、财政、人口等诸多特征变量上存在着系统性差异，试点改革县大多来自

于中西部，经济相对欠发达，接受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相对较多。这些经济、财政与人口变量通常对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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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财政支出水平具有影响，如果不予以控制，改革效应的估计值必定是有偏的。实施倾向得分法的

目标就是要消除可观测特征变量在两组之间的差异性，实现数据平衡，而要实现这一点，通常需要经过

三个步骤（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Ｒｕｂｉｎ，１９８５；Ｇｕｏ＆Ｆｒａｓｅｒ，２０１０）：
第一步，估计倾向分值。利用２００５年（此时所有县都未发生改革）数据，以各县是否发生改革作为

因变量，以表１中呈现差异的种种特征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逻辑回归（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⑨，并根据回
归结果，预测出各县发生改革的概率值（即所谓倾向分值）。

第二步，实施数据匹配，为每一个改革县找到一个与其倾向分值最相近的未改革县相匹配，删除所

有未实现匹配的个体，得到一个新的匹配样本（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实施数据匹配有多种方法，可分为贪
婪匹配（ｇｒｅｅｄｙｍａｔｃｈｉｎｇ）和最优匹配（ｏｐｔｉｍａｌｍａｔｃｈｉｎｇ）两大类。贪婪匹配是实际研究中最常用的数据
匹配方法，它包含了若干种具体的匹配法，例如基于倾向分值的近邻匹配（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ｍａｔｃｈｉｎｇ）与
近邻结合半径匹配（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ｗｉｔｈｉｎａｃａｌｉｐｅｒ），以及基于矩阵运算的马氏距离匹配（Ｍａ
ｈａｌａｎｏｂｉｓｍｅｔｒｉｃｍａｔｃｈｉｎｇ）。这些方法看似不同，实则原理相似，都是以距离最小化为基本原则来为处
理组个体挑选匹配对象。以本研究为例，若采用近邻匹配法，就是将两个倾向分值差距最小的改革县

与未改革县一对一地匹配起来。近邻匹配简单易行，但有明显的缺陷。两个距离最近的匹配未必是

“最好”的匹配。譬如，样本中有一个改革县发生改革的概率为０．３０，与其距离最近的未改革县发生改
革的概率值仅为０．０１，此二者倾向分值相差巨大，把它们强行匹配在一起明显不合适。为了克服这一
缺陷，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匹配半径⑩，为每一个处理组个体划定一个匹配范围。在这个半径范围内，如

果没有任何可供匹配的控制组个体，就放弃匹配，将该处理组个体删除；如果存在可供匹配的对象，就

采用近邻法挑选距离最近的作为匹配对象。马氏距离匹配的基本原理与近邻匹配相似，不同之处在

于，近邻匹配是采用基于逻辑回归所得到的倾向分值来计算个体之间的距离，而马氏匹配是直接利用

个体的特征变量向量来计算距离值。

第三步，对匹配后形成的样本再次进行数据平衡检验，检视匹配后留存的样本数量，对匹配策略进

行优劣评价。一般来说，一个好的匹配策略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它应该能消除控制组与处理组下所

有特征变量的差异，这是首要条件；二是尽量让处理组与控制组倾向得分在分布上拥有广阔的重合区

域。瑏瑡重合区域越广，成功匹配的概率越高，匹配后剩余的样本数量就越多，研究的统计功效就会越强。

如表１，马氏距离匹配后改革县与未改革县所有特征变量的差异都消失了，样本数量由原先的３７５４个
减少为４２８个。相比之下，近邻配合半径匹配虽然留存了更多的样本，但没有很好地实现数据平衡，改
革县与未改革县依然在人均一般性转移支付、人均专项转移支付等特征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倾向得分法的匹配结果对于研究者所采用的匹配策略具有很强的敏感性。估计倾

向得分时采用不同的函数形式与估计法，实施匹配时采用不同的匹配方法瑏瑢，都有可能导致匹配样本的

数量、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有研究者（Ｍｕｒｎａｎｅ＆Ｗｉｌｌｅｔｔ，２０１１）指出，实施倾向得分匹配最好同
时采用多种数据匹配策略，观测不同匹配策略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倾向得分法的另一个重要缺陷在

于，它只能对可观测变量做数据平衡处理，控制可观测异质性，对不可观测的异质性无能为力。如本

例，除表１所列示的变量外，改革县和未改革县还可能在经济制度、财政体制安排、历史与文化传统、官
员能力与执政偏好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这些变量应当在模型中得到控制，然而现有的县级数据并不提

供这些变量，由此产生不可观测的异质性残值。对于这一问题，一种常用的解决方法是对数据匹配后

形成的新样本再进行倍差法回归（Ｋｈａｎｄｋ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设定倍差法模型如以下形式：

（２００５年未实施试点改革时）Ｅｘｐｉ，０５ ＝α０５＋β·ＲＥＦＯＲＭｉ，０５＋（ηｉ＋εｉ，０５） （４）
（２００６年已实施试点改革时）Ｅｘｐｉ，０６ ＝α０６＋β·ＲＥＦＯＲＭｉ，０６＋（ηｉ＋εｉ，０６） （５）

　　在模型中，ＲＥＦＯＲＭ表示“新机制”改革，其估计系数β就是我们想要的改革的处理效应。２００５年
所有县都未发生“新机制”改革，因此所有县的 ＲＥＦＯＲＭ变量值都为零，２００６年试点改革开始，此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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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县的ＲＥＦＯＲＭ变量取值１，未改革县取值为０。模型的残值由两部分组成：一是 η，其下标不带有年
代符号，表示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残值；二是 ε，这部分残值既包含了（不会产生内生性
偏估）的同质性残值，也可能包含了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残值，因此其下标带有年代符号。

我们将试点前后两期相减，即用模型（５）减去（４），便可以将模型中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残值 η
彻底消除，得到：

（Ｅｘｐｉ，０６－Ｅｘｐｉ，０５）＝ΔＥｘｐｉ＝α＋β·ＲＥＦＯＲＭｉ，０６＋εｉ （６）
　　倍差法的实现过程相对简单，只需两次差分：第一次差分是用后一阶段的结果变量（因变量）和自
变量减去前一阶段的结果变量与自变量，得到结果变量和自变量的两期差值。如本例，结果变量差值

为：ΔＥＸＰｉ＝ＥＸＰｉ，０６－ＥＸＰｉ，０５；自变量差值为：ＲＥＦＯＲＭｉ，０６＝ＲＥＦＯＲＭｉ，０６－０；第二次差分是用第一次差
分形成的因变量差值与自变量差值进行ＯＬＳ回归，估计出改革的处理效应β。如表２，倾向得分匹配后
再实施倍差法的估计结果显示，２００６年“新机制”试点改革使得农村小学和初中生均公用经费平均上
升了１０２．９６元和１１５．０７元，该估计值要比ＯＬＳ回归的估计值（分别为６６．４２和７９．７７）高出不少。可
见，传统ＯＬＳ严重低估了“新机制”改革的效果，运用倾向得分结合倍差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一
偏差。

表２　“新机制”改革水平效应的估计结果

变量
小学 初中

ＯＬＳ 马氏匹配＋倍差法 ＯＬＳ 马氏匹配＋倍差法
截距 －２０４．９６（１９．３５） ６３．４３（１０．４５） －３２２．９３ （４３．３８）１０６．５６（２０．６１）

新机制改革 ６６．４２（１０．７５） １０２．９６（１３．５９） ７９．７７（２４．１０） １１５．０７（２６．３５）
其他控制变量（略） … … … …

　　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０．０５水平上显著，０．１水平上显著；小括号内为估计系数标准误；在回归中，我们还控制了其他一些

变量，包括各县自有财力、上级各类转移支付、小学和初中在校生人数、人口数量与密度等

　　倾向得分结合倍差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无法解决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问题，在公式（６）残值 ε中
依然包含着未知的异质性残值。对于这一问题，可能的解决办法是：（１）在倍差法回归中尽量控制一些
可反映观测对象随时间变化特征的变量，并尝试采用多种函数形式，观测估计结果在不同函数形式与

控制环境下的稳健性；（２）减少数据的时间跨度，选取短时期数据进行分析，因为数据跨期越短，出现随
时间变化异质性的风险就越低。当然这样做带来的负面后果是，我们只能估计改革的短期效应。从达

成因果推断的效力看，倾向得分结合倍差法确实不如断点回归与工具变量法，甚至可以说，倾向得分结

合倍差法只是在难以形成有效的断点或工具变量设计情况下的一种折衷的方法，但倾向得分结合倍差

法依然有其科学性的一面，只要数据处理得当，研究设计合理，运用此种方法同样能产生令人信服的因

果推断结论。

六、延伸讨论

在实验与准实验方法统治整个微观计量学界并盛行于社会科学各个研究领域的当下，我们还需反

思这些因果推断方法是否存在被误用甚至被滥用的可能。产生这一可能的主要原因在于，当今的量化

研究者过于关注估计参数的显著性表现，过于坚持估计结果与预期结果的一致性，而忽视了实现有效

因果关系推断所需满足的基本条件。并不是所有冠之以“随机试验”或“准实验”的研究结论都一定具

有因果推断的效力。任何一项意图达成因果推断结论的研究，都必须满足处理无关假设（ｔｈｅｉｇｎｏｒａｂｌ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要求样本中所有观测对象，无论是处理组还是控制组个体，其潜在结
果（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与是否接受处理安排都应当是无关的（Ｒｕｂｉｎ，１９８６；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５）。

具体而言，断点回归要求所设计的断点应是外生的，它能够将断点两侧个体随机分配为处理组与

控制组，以此保证结果变量取值在断点上所发生的垂直跳跃与断点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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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变量法要求所构造的工具变量应满足与内生变量强相关、与异质性残值无关，以及只能通过内生

变量方能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这三个假设。只有这三个条件得到满足，才能形成工具变量→内生变量
→结果变量的因果关系链条。倾向得分结合倍差法只能用于解决可观测异质性与不随时间变化的不
可观测异质性，其估计结果只有在不存在随时间变化异质性条件下才是无偏的。为了达成这一目的，

研究者需采用多种策略组合对数据进行匹配，检视在不同匹配策略下处理组与控制组倾向得分的分布

重合状况与数据平衡实现情况，对处理组在接受处理前后的变化趋势是否与控制组变化趋势保持平行

变化态势进行检验分析瑏瑣。

从当前社会科学对于人之行为及结果的研究成果来看，我们已知的远不如未知的多。一个计量模

型所包含的特征变量对于结果变量变异的解释力达到４０％便属于高解释力模型，而剩余６０％所包含
的种种未知特征变异都有可能成为形成异质性残值或内生性问题的诱因。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准实验

研究都或多或少面临着有关估计结果是否有偏的质疑，因此一个好的科学研究应当注重对方法背后所

隐含假设的检验，重视估计结果在不同样本、不同估计方法、不同函数形式之下的稳健性或敏感性分

析。在现有数据和技术条件下所做的最好的研究，就是最大程度地实现研究的内部有效性，准确界定

研究结果所适用的人群范围，客观评价研究结果推及总体的一般化能力。研究者对研究结果的自我审

查、质疑与辩伪要比获得一个显著的、与预期完全一致的估计结果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它既是形成可

靠知识的有效累积，又是推动教育研究科学化发展最为重要的原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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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ｏｃｈｉｍ，Ｗ．Ｍ．Ｋ．（１９８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ＣＡ：Ｓａｇｅ．

黄斌，钟晓琳．（２０１２）．中国农村地区教育与个人收入———基于三省六县入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教育研究，（３），１８－２６．

黄斌，汪栋．（２０１６）．中国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回顾与展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５５（４），１５４－１６１．

黄斌，苗晶晶，金俊．（２０１６）．“新机制”改革对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的因果效应分析———基于准实验研究设计（工作论文）．南京：南京

财经大学公共财政研究中心．

注　释：
①内部有效性是指研究结果能否真实地反映出样本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外部有效性是指样本分析所得到的因果关系能否推广至

总体。

②２０１５年奥巴马政府颁布了新的法案《每一个孩子都成功法》（Ｅｖｅｒ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ｕｃｃｅｅｄｓＡｃｔ）。新法案对老法案作出了一定的修订，

包括放松联邦政府对州一级的绩效考核，改进原有严格基于学生学业成绩的学校问责与拨款制度等，但有关强调科学因果推断结论对

于形成教育政策的重要性与优先地位的相关论述未变。

③这也就说是，我们运用随机分配实现了完全的控制，处理组和控制组只在是否接受处理上存在差异，其他完全相同。

④此处的自我选择可能是学生及家庭主动的选择，也可能是被动的选择。家庭背景好的学生就读的班额大小可能是自己主动寻求

的结果，而家庭背景差的学生就读的班额大小可能是不得不接受、无从选择的结果。无论是自动还是被动选择，都表现为个体选择为非

随机，受制于某些个体特征。

⑤也正是这个原因，断点回归又被称为“自然实验”（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⑥所谓统计功效是指我们能够正确地拒绝一个错误假设，估计出真实处理效应的能力，一个研究的统计功效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

包括样本容量。

⑦之所以要采用（ＥＮＲＯＬ－４１）的中心化处理，是要保证公式（２）中的估计系数β１恰好等于图１中垂直跳跃的值（本例中该值即等

于１０）。

⑧学校入学人数是否达到４１人决定了学校在断点左右两侧的落点。

⑨注意此处必须使用改革之前的数据进行分析，以保证各自变量都发生在改革之前，都是改革的前定变量。

⑩通常以样本中倾向分值标准差的１／４为匹配半径。

瑏瑡这一要求被称为共同支撑假设（ｃｏｍｍ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我们可以绘制出处理组与控制倾向得分的分布图，通过观测这两个

分布重复区域的大小以检测研究数据是否满足共同支撑假设。

瑏瑢对于预测概率估计我们可以选择逻辑回归、ｐｒｏｂｉｔ回归或更加复杂但更具有稳健性的广义自举回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Ｂｏｏｓｔｅｄ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ＧＢＭ），函数形式可以选择线性或非线性形式，对于数据匹配我们可以选择近邻匹配、半径匹配、近邻结合半径匹配、马氏（Ｍａｈａｌａｎｏ

ｂｉｓ）距离匹配、核匹配（Ｋｅｒｎｅｌ－ｂａｓｅｄｍａｔｃｈｉｎｇ），等等。不同匹配策略各具优缺点，所形成的匹配样本数量亦常常有很大差别。具体讨

论参见Ｇｕｏ＆Ｆｒａｓｅｒ（２０１０）与Ｉｍｂｅｎｓ＆Ｒｕｂｉｎ（２０１５）。

瑏瑣如果不存在随时间变化异质性，那么所有不可观测异质性对于处理组和控制组结果变量的影响都不会随时间变化，于是我们就

应观测到在接受处理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结果变量应当具有相同的随时间变化趋势。该假设被称为平行趋势假设（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ｒｅｎｄａｓ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童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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